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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

近年來，隨著唯手機族日增，傳統住宅電話調查面臨了涵蓋率不足

的問題，執行手機與住宅電話的雙底冊電話調查便成了必要之舉。進行

雙底冊電話調查需要決定樣本如何配置，而配置方式又與權數效應和調

查成本有關。準此，本研究依據既有成本比較研究中手機與住宅電話樣

本每單位完訪成本比，以及從「數位國情調查」的雙底冊電話調查結果

所估計出來的權數效應，試著在調查成本固定的情況下，找出權數效

應最小，也就是有效樣本規模最大，讓估計精確性最佳的手機與住宅電

話樣本配置。結果顯示，在最常見的住宅電話加上唯手機族之雙底冊電

話調查中應配置 64.18%的住宅電話以及 35.82%的唯手機族樣本。此

外，本研究還進一步將此類雙底冊電話調查的樣本配置通式化，使得唯

手機族的樣本數成為調查成本與電話使用習慣的函數，讓研究者在規劃

這類的雙底冊電話調查時，可依不同的情況代入相關參數後得到有效樣

本規模最大的樣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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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日益增多的唯手機族

長久以來，透過住宅電話進行的問卷調查一直是社會科學研究要在相對短的時間內，

要獲得抽樣誤差在 3%以內的機率樣本數量時，最有效益的蒐集資料方式。但是通訊科技

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電話使用習慣，以手機作為主要甚至是唯一聯繫工具者的比例與日

俱增。時至今日，相關研究報告或文獻皆顯示，儘管各國「唯手機族」(Cell Phone Only, 

CPO)的比率容或不一，但都至少在 15%以上（參閱表 1）。

表 1　各國唯手機族的比率

國家 年分 唯手機族的比率

埃及 2013 67%

芬蘭 2015 87%

斯洛伐克 2015 70%

立陶宛 2015 71%

捷克 2015 84%

德國 2015 15%

荷蘭 2015 15%

盧森堡 2015 15%

澳洲 2017 36%

英國 2017 18%

美國 2017 5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2017, 17)；Blumberg與 Luke(2017)；

Elkasabi(2015)；European Commission(2016, 19)；Office of Communications(2017, 6)。

對照台灣的情況，洪永泰等（2014）與許勝懋（2015）曾分別根據 2009年「國民健

康訪問暨藥物濫用調查」以及 2013年的「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13大規模基點調

查」的訪問結果估計台灣地區的唯手機族比率分別僅有 9.3%、6.2%。不過這原本不到一

成的唯手機族比率，在近年內有了快速的成長。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聯合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8年執行的「持

有手機民眾數位機會調查」結果顯示，在 1,012個手機完訪樣本中，有 28.0%的受訪者是

沒有辦法以住宅電話接觸到的唯手機族，此比率與 2011年時，同一單位執行的同一份調

查之結果：19.0%相較，已有了明顯的增加（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 13）。

而綜合上述可知，不論國內外研究皆顯示，僅能透過手機接觸的受訪者，已經有著一

定的比例。這樣的比例意味著透過住宅電話的調查訪問將無法觸及這些唯手機族，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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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獻指出唯手機族與住宅電話調查的受訪者在人口特徵上有差異 (Baffour et al. 2016; 

Benford et al. 2009; Elkasabi 2015; Vicente and Reis 2009)，所以住宅電話調查結果產生估計

偏誤便是可以想見的結果。準此，進行手機與住宅電話的雙底冊調查，以彌補純住宅電話

調查的涵蓋率不足，已是必要之舉了。

只是，雙底冊電話調查中的手機與住宅電話分別應該配置多少樣本數？本研究擬透過

台灣的實證資料，嘗試從調查成本的觀點回答此問題。首先，本研究先回顧相關文獻對於

雙底冊電話調查配置方法的討論；其次，根據現有的本地資料，呈現雙底冊電話調查如何

配置樣本；最後，檢視這樣的配置方式所可能產生的限制，並由此出發提出對調查實務的

具體建議。

貳、調查成本、估計精確性與雙底冊調查配置

直覺上來說，如果有母體所有人電話使用習慣的資料，按照唯手機族、手機與住宅電

話皆用族 (Dual User)以及唯住宅電話族 (Landline Only, LLO)的分配來配置雙底冊電話調

查中，手機與住宅電話各應該完訪幾案應是符合常理的做法。

然而，電話使用習慣的母體資料顯然無法得知，而需要依靠調查資料推估。以美國

為例，疾病控制與防治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轄下的國家衛生統

計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每年皆會執行以全美國為母體的國民健康調查

(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 NHIS)，在這項包含近 35,000個家戶、87,500個受訪者

的全國性面對面訪問調查中 (Okeke,Wittenborn, and Rein 2018)，便會詢問受訪者電話使用

習慣，藉此估計全美的唯手機族、唯住宅電話族以及手機與住宅電話皆用族百分比各為多

少，進而可供調查研究的學術與實務界參照。

反觀國內似乎沒有類似數據得以參考，各調查機構也只能依循自己的調查結果估計各

類型的電話使用者，從而配置雙底冊電話調查中手機與住宅電話的樣本數。譬如：「聯合

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曾於 2015年 2月執行一項逾 6,000個完訪案（手機：2,991、住

宅電話：3,019）的「市話暨手機抽樣架構研究」，該研究的重要發現有二：一為 75.6%的

手機樣本可以透過住宅電話聯繫，且這些家中有裝設住宅電話的手機樣本，有 93.6%的

人於一般常見的住宅電話調查時間（晚上的六點到十點間）有可能在家接聽住宅電話。二

為國內 20歲以上民眾的手機持有率為 89.7%，其中僅持有手機而無法以住宅電話聯繫者

有 23.9%。亦即，台灣地區唯手機族的百分比為 21.4%(89.7%×23.9%＝ 21.4%)（國家發

展委員會　2015, 45-48）。

準此，該公司建議在希望抽樣誤差於 3%以內，而需要完成 1,070份有效樣本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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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雙底冊電話調查的設計與配置應是以預計完成 840個 ( )有效

樣本的住宅電話調查為主，同時以過濾題找出 230位 ( )唯手機族作

為彌補住宅電話所涵蓋不到的部分（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5, 47-48）。

當然，上述的做法直覺也合理。不過若能進一步考量調查成本以及估計精確性或許更

完善了一些。Wolter等 (2015)便提出了同時考量成本以及變異數估計的雙底冊電話調查

配置方式。以同時撥打手機與住宅電話，且不過濾出唯手機族與唯住宅電話族的雙底冊電

話調查為例，令 為調查總成本， 為每完訪一個手機樣本所需花費的成本， 為每

完訪一個住宅電話樣本所需花費的成本， 為手機樣本的完訪數， 為住宅電話樣本的

完訪數。故調查成本函數如下：

接著，假設 y是某雙底冊電話調查中最重要變數，其不偏估計式如下：

其中， 是唯手機族中 y的估計值； 是來自手機底冊的手機與住宅電話皆用者

中 y的估計值； 是來自住宅電話底冊的手機與住宅電話皆用者中 y的估計值； 是

唯住宅電話族中 y的估計值；α是組合估計的權重，介於 0-1之間。而又因為 α是 與

的函數，所以在 固定、 與 已知的情況下，可以求令 Var( )最小的 與

之組合解。

不過上述方式主要是針對特定變數的雙底冊電話調查配置方法，每個調查容或有一個

最為重要的目標變數，但不表示其他變數不重要，倘若能從調查的整體面來考量配置或許

更佳。Levine與 Harter(2015)從調查成本與「設計效果」(Design Effect, Deff)以及相應而

來的「有效樣本規模」(Effective Sample Size, ESS)來討論雙底冊電話調查的樣本配置時，

便有考量整體調查設計的意涵。

首先，設計效果意指相同樣本數下，某個抽樣設計與簡單隨機抽樣 (Simple Random 

Sampling, SRS)之間的變異數比值 (Kish 1965, 258)。當 Deff > 1表示該抽樣設計與簡單隨

機抽樣相較未能有效降低誤差；當 Deff < 1表示該抽樣設計與簡單隨機抽樣相較可以有效

降低誤差。亦即，這個比值同樣蘊含著估計精確性的概念，並且越低越好。

其次，將某個調查的完訪樣本數除以該調查抽樣設計下之設計效果意指有效的樣本數

(effective n)(Kish 1965, 162)，亦即上述曾提及的有效樣本規模。根據這樣的定義，有效樣

本規模意味著某個抽樣設計要與簡單隨機抽樣有相同的變異數時所需要的樣本數（陳信木

等　2014, 158），並且越高越好。

然而，上述兩個概念都提及了某個特定抽樣設計與簡單隨機抽樣的比較，似乎與雙

底冊電話調查的樣本配置無關。其實 Levine與 Harter(2015)主要是藉由設計效果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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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規模引出同樣也是 Kish(1987; 1992)所提出的「權數效應」(Unequal Weighting Effect, 

UWE）概念。權數效應意指因為權數所產生的設計效果，也就是說樣本在經過加權處理

之後，也有可能增加變異從而影響估計的精確性，簡言之，基於設計效果越低越好的同樣

理由，權數效應也是越小越好。

不過常見的事後分層或多變數反覆加權權數均是在資料蒐集完成後才能計算出來，所

以權數效應的評估似乎無法在抽樣設計的階段處理？事實上，在雙底冊電話調查規劃樣本

配置的階段，只要能夠獲得電話使用習慣的母體資料，便能計算手機與住宅電話樣本合併

時的組合估計權數，也就能透過這個權數所帶來的權數效應，評估如何配置雙底冊電話調

查樣本可以有較佳的估計精確性。

準此，Levine與 Harter(2015)在忽略分層效果、調查結果與權數間沒有相關或低度相

關、手機與住宅電話的調查結果變異相同等前提下假定設計效果近似於權數效應，進而將

有效樣本規模改寫成： 。其中， ，經過整理後，有效

樣本規模如下：

⋯(1)

就雙底冊電話調查的設計階段而言，上式中 wi即為根據電話使用習慣調整的組合估

計權數。

至此，已可知雙底冊電話調查在樣本配置的階段仍舊可以藉由有效樣本規模評估抽樣

設計對估計精確性的影響。接下來便是在總調查成本固定的情況下，依照手機與住宅電話

樣本的完訪成本，找出令有效樣本規模最大的手機與住宅電話的樣本配置。

而這樣同時顧及調查成本以及估計精確性的配置方式，應值得本地執行雙底冊電話調

查時參考。不過就設計效果的學理以及調查設計階段所能擁有的資訊而言，不需要假定設

計效果近似權數效應。主因是設計效果得已拆解成權數效應與集群抽樣的設計效果之乘積

(Chatrchi et al. 2015; Kish 1987; Liu, Iannacchione, and Byron 2002)如下：

而就調查實務來說，設計效果往往得透過樣本資料來進行估計 (Lehtonen and Pahkinen 

2004, 15)，因此上式中的集群抽樣之設計效果（也就是 ）在抽樣設計的階段暫時無

法評估。亦即在設計如何配置雙底冊電話調查樣本時僅能考量因組合估計權數所帶來的設

計效果，也就是權數效應。是以，本研究參考 Levine與 Harter(2015)的作法，嘗試透過台

灣的實證資料，在調查成本固定的前提下，尋求雙底冊電話調查中手機與住宅電話樣本數

應該如何配置，而能夠使得有效樣本規模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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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固定成本下有效樣本規模最大化的樣本配置

承前所述，雙底冊電話調查的樣本配置除了考慮電話使用習慣的母體分配之外，成本

與估計精確度也必須一併考量。準此，本章將先比較手機與住宅電話完訪樣本的成本差

異。接著，再藉由調查資料估計台灣民眾的電話使用習慣。最後，根據前述資訊，在總成

本固定下，找出雙底冊電話調查中讓有效樣本規模最大化的樣本配置結果。

一、手機與住宅電話調查的成本差異

調查是門學問，同時也是門論斤秤兩的生意，欲透過調查訪問蒐集資料的社會科學研

究者總是得在既定的調查成本下，戮力達成符合科學要求的研究目標。進一步地說，也就

是得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蒐集足夠的機率樣本，方能在進行統計推論時，有較佳的精確

性進而有比較小的抽樣誤差。

所以當透過住宅電話所進行的調查，已經因為唯手機族的日益增長，造成涵蓋率不足

進而產生估計偏誤時，撥打通話費率較高的行動電話來接觸唯手機族，就成了必要之舉。

如此一來，抽樣調查設計者勢必要對住宅電話與手機調查的成本差異有所理解，才可能在

調查成本與估計精確性之間達到較佳的平衡。

而從常識上來思考，既然撥打手機的通話費較高，在所欲完成訪問樣本數相同的情況

下，手機調查的成本自然也就比住宅電話調查來得高。事實上，國外的文獻也印證了情況

確實如此。

甚早便開始研究雙底冊調查乃至於調查成本比較的美國民意調查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以下簡稱 AAPOR）於 2009年時，向全美著名的

8個調查機構（商業與學術單位各 4個）蒐集了 38個雙底冊調查的調查成本資訊。結果

顯示，手機調查每完成訪問一個樣本所需要的時間 (Hours Per Completion, HPC)是住宅電

話調查的 2倍；手機調查每完成訪問一個樣本所需要的成本 (Cost Per Interview, CPI)是住

宅電話調查的 2.05倍 (Guterbock et al. 2011)。

隨著時序演進，Guterbock、Benson與 Lavrakas(2018)檢視美國近幾年來手機與住宅

電話調查成本的變化時發現，在手機調查大多使用可以辨識哪些號碼為有效號碼的手機

強效樣本 (Enhanced Cell Sample)之情形下，手機調查每完訪一個樣本的成本為美金 44.74

元，雖然仍高於住宅電話調查每完訪一個樣本的成本美金 44.71元，但兩者的差距已經非

常有限。至於台灣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電子治理研究中心自 2013年起所進行的一系列與數位國

家治理相關的計畫來看，在 2014、2016年的雙底冊電話調查中，住宅電話調查每完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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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樣本的成本高於手機調查（國家發展委員會與電子治理研究中心　2014, 263；2016, 

242）。不過，這是因為住宅電話調查的問卷題目數量遠多於手機調查所致，且此兩年實際

執行電話訪問的民調公司不同，成本計算方式未必一致，著實不容易判定手機與住宅電話

調查的成本孰高孰低。

不過 2017年時，「財團法人台北市公民教育基金會」接受「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委託執行的「數位時代下地方民意探索之挑戰與回應」計畫，則在雙底冊電話調

查中使用了內容與長度皆相同的問卷。但由於該調查的受訪者為台北市民，而手機號碼不

若住宅電話可用區碼大致辨識該號碼的所在縣市，所以撥打手機時必須篩選出合格的受訪

者，大幅增加了手機調查的成本。是故，即便已經在協議式費率的優惠下，使用了類似網

路電話的方式撥號，手機調查的成本仍是住宅電話調查的至少四倍以上（洪永泰、俞振華

與高世垣　2017, 115）。而這正是以特定區域為母體定義的手機調查必然會面對的成本困

境。

然而，同年有一項以全國民眾為受訪對象，抽出與目標完訪樣本數皆相同，問卷內容

近乎一致且由同一單位執行的雙底冊電話調查提供了較佳的成本比較基礎。1 該雙底冊電

話調查除了前述的一致性之外，由於手機與住宅電話調查在同樣的時段與地點，透過電腦

電話訪問輔助系統 (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撥打並進行訪問，故比較手機

與住宅電話調查成本時，系統維護費、水電費等固定成本可視為平均攤提在手機與住宅

電話調查上而忽略不計，而從訪員與督導薪資及電話費等變動成本著手進行比較的結果發

現，雖然手機的通話費確實比較高，但手機樣本年輕、高教育程度的人口特徵均有助於縮

短訪問時間，更重要的是手機調查不需要執行戶中選樣，可以比較有效率地找到合格的受

訪者。而必須執行戶中選樣的住宅電話調查在確認合格受訪者的程序上已經耗費不少時

間，再加上住宅電話樣本的年齡偏大，完訪所需的時間比起年紀較輕配合度更高的手機樣

本來得長，因此住宅電話調查需要動員較多的訪員來達成預定的完訪數量，也因此總合電

話費與人事成本之後，手機調查每完訪一個樣本的成本竟是住宅電話調查的 0.73倍（陳

鴻嘉　未定）。

當然，上開研究成果僅是本地雙底冊電話調查成本比較的初步嘗試，究竟每完成一個

住宅電話樣本與手機樣本的成本何者較高，應該需要更多的調查機構累積更多的經驗資料

來檢證。不過，在住宅電話涵蓋率日漸不足而理應進行手機乃至於雙底冊電話調查的情況

下，前述研究結果不失為欲透過電話訪問蒐集資料但又有成本考量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之一

1 此項雙底冊調查係以本地年滿 24歲以上的民眾為受訪對象，調查主題與消費者意向有關，執行
單位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另，住宅電話調查因進行戶中選

樣後即可知道受訪者性別，不須再詢問受訪者，故其問卷題數少手機調查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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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參照。而本研究正是要在手機調查每完訪一個樣本的成本是住宅電話調查 0.73倍的基

礎上，依據台灣民眾手機使用習慣的估計結果以及根據該結果計算所得的權數效應，嘗試

找到估計精確性較佳的雙底冊電話調查的樣本配置。

二、台灣民眾電話使用習慣的估計及雙底冊電話調查的權數效應

前章提及，美國的國民健康調查提供了關於電話使用習慣的數據，可供雙底冊電話調

查設計時參考。台灣其實也有一些調查詢問了本地民眾的電話使用習慣，只是本地的面訪

調查多半以戶籍資料為抽樣底冊，完訪樣本通常是戶籍地與居住地相同者，但因求學或工

作等因素不住在戶籍地且不在居住地安裝住宅電話，卻恰好是唯手機族的重要特性之一，

所以面訪調查資料的唯手機族百分比有可能被低估。因此，本研究採用電子治理中心於

2017年執行之雙底冊電話調查資料，參照張鐙文、黃東益與洪永泰（2017）的作法，估

計台灣民眾的電話使用習慣，以及評估根據電話使用習慣加權而產生的權數效應。

首先，說明代數符號的意涵如下：

PCPO：唯手機族的母體百分比

PD：手機與住宅電話皆用族的母體百分比

PLLO：唯住宅電話族的母體百分比

pCPO： 手機底冊中，唯手機族的母體百分比。於此用手機調查的唯手機族百分比估計

之

pLLO： 住宅電話底冊中，唯住宅電話族的母體百分比。於此用住宅電話調查的唯住宅

電話族百分比估計之

其次，因為 ； ； ，且從上述電子

治理中心的雙底冊電話調查結果可知 = 33.76%、 = 6.83%，代入本段上述三式求

聯立解便可得 = 32.20%、 = 63.17%、 = 4.63%。

最後，前章提到，本地電話調查的設計效果可透過因加權而產生的權數效應來評估。

是以，本研究原則上以張鐙文、黃東益與洪永泰（2017）的事後分層組合估計權數做為評

估權數效應的依據，但由於受訪者的性別、年齡與教育程度並非在規劃樣本配置階段可以

獲得的資訊，所以在無法根據上開人口特徵進行事後分層的情況下，僅採用透過調查資料

估計得到的電話使用習慣分布作為母體參數，並據以計算組合估計權數。故下述將依據是

否設定過濾題來找到唯手機族或唯住宅電話族區分出三種不同的雙底冊電話調查，並分別

討論其組合估計權數與權數效應。

（一）住宅電話樣本加上唯手機族

承前所述，在進行抽樣設計配置雙底冊樣本的階段僅能依據電話使用習慣此變數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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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組合估計權數，進而評估權數效應。一般而言權數的計算方式如下：

其中，

Wi：加權變數中第 i類的權值

Ni：加權變數中第 i類的母體數

ni：加權變數中第 i類的樣本數

N：母體總數

n：樣本總數

在撥打住宅電話加上撥打手機時設定過濾題找到唯手機族的雙底冊電話調查中，加權

變數即為電話使用習慣，該變數共有兩分類（亦即 i = 2），一為唯手機族，另一為包含手

機與住宅電話皆用族以及唯住宅電話族的住宅電話樣本。其組合估計權數如下：

1. 唯手機族樣本的權數：

2. 住宅電話樣本的權數：

其中，

：唯手機族樣本的權數

：住宅電話樣本的權數

：母體中唯手機族的總數

：母體中使用住宅電話者的總數

：唯手機族的總數

：住宅電話樣本的總數

：住宅電話用戶的母體百分比

準此組合估計權數以及前述電話使用習慣的估計結果，此種非重疊雙底冊

(Nonoverlap Design)電話調查之權數效應如下（詳細的推導過程請參閱附錄一）：

⋯(2)

（二）手機樣本加上唯住宅電話族

同理，在撥打手機加上撥打住宅電話時設定過濾題找到唯住宅電話族的雙底冊電話調

查中，加權變數同樣也是電話使用習慣，該變數的兩個分類分別是唯住宅電話族樣本，以

及包含手機與住宅電話皆用族和唯手機族的手機樣本。其組合估計權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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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唯住宅電話樣本的權數：

2. 手機樣本的權數：

其中，

：唯住宅電話族樣本的權數

：手機樣本的權數

：母體中唯住宅電話族的總數

：母體中使用手機者的總數

：唯住宅電話族的總數

：手機樣本的總數

：手機用戶的母體百分比

同樣地，基於這樣的組合估計權數以及前述電話使用習慣的估計結果，此類非重疊雙

底冊電話調查之權數效應如下（詳細的推導過程請參閱附錄一）：

⋯(3)

（三）手機加住宅電話

在同時撥打手機與住宅電話的雙底冊電話調查中，電話使用習慣這個加權變數是一個

三分類的變數（亦即 i = 3），此三分類分別是唯手機族、手機與住宅電話皆用族以及唯住

宅電話族。其組合估計權數如下：

1. 唯手機族樣本的權數：

2. 手機與住宅電話皆用者的權數：

3. 唯住宅電話族樣本的權數：

其中，

：手機與住宅電話皆用族的權數

：母體中手機與住宅電話皆用族的總數

：手機加住宅電話樣本中手機與住宅電話皆用者的總數

準此組合估計權數以及前述電話使用習慣的估計結果，此種重疊雙底冊 (Overlap 

Design)電話調查之權數效應如下（詳細的推導過程請參閱附錄一）：

⋯(4)



成本考量下雙底冊電話調查的樣本配置　41

三、有效樣本規模最大化下的手機與住宅電話樣本配置

根據本章首節可知完訪一個手機與住宅電話樣本之的成本比，而從次節則了解加權對

雙底冊調查估計精確性所帶來的效應。本節就將依照前兩小節的資訊，同樣區分三種不同

的雙底冊電話調查設計，並逐一探討其樣本配置如下：

（一）住宅電話加上唯手機族

假定每完訪一個住宅電話樣本要花費新台幣 1元，則以完成 1,200案為目標的住宅電

話調查之成本即為 1,200元。如今為了因應住宅電話調查涵蓋率不足的問題，需要在同樣

成本下進行住宅電話加上唯手機族的雙底冊電話調查，而由於手機每單位的完訪成本是住

宅電話的 0.73倍，故成本函數如下：

⋯(5)

將式 (5)中所有 nL與 nC的正整數解帶入式 (2)得出不同的權數效應，再將權數效應帶

入式 (1)，便可得到所有組合解下的權數效應與有效樣本規模如下表 2。

杄表 2　所有組合解下的有效樣本規模（住宅電話加唯手機族）
Ctotal nL nC n Landline % Cellphone % 權數效應 有效樣本規模

1,200 1,199 1 1,200 99.92% 0.08% 124.880867 9.609158

1,200 1,199 2 1,201 99.83% 0.17% 62.722693 19.147775

1,200 1,198 3 1,201 99.75% 0.25% 41.968996 28.616362

⋯
⋯

1,200 853 475 1,328 64.23% 35.77% 1.005541 1,320.681553

1,200 853 476 1,329 64.18% 35.82% 1.005689 1,321.481886

1,200 852 477 1,329 64.11% 35.89% 1.005923 1,321.174847

⋯
⋯

1,200 2 1,641 1,643 0.12% 99.88% 377.734216 4.349619

1,200 1 1,642 1,643 0.06% 99.94% 755.364559 2.175109

1,200 1 1,643 1,644 0.06% 99.94% 755.824243 2.175109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由表 2可知，若執行住宅電話加唯手機族的雙底冊電話調查時，欲控制調查成本與

原先完成 1,200案的住宅電話調查相同，則能夠使得有效樣本規模最大的樣本配置方式就

是在目標完訪數 1,329案的非重疊雙底冊電話調查中，配置 64.18%的住宅電話樣本 (n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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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以及 35.82%的唯手機族樣本 (nC = 476)。

（二）手機加上唯住宅電話族

相對地，若改成執行手機加上唯住宅電話族的雙底冊調查，則要將式 (5)中所有 nL與

nC的正整數解帶入式 (3)得出不同的權數效應，再將權數效應帶入式 (1)，便可得到所有

組合解下的權數效應與有效樣本規模如下表 3。

表 3　所有組合解下的有效樣本規模（手機加唯住宅電話族）
Ctotal nL nC n Landline % Cellphone % 權數效應 有效樣本規模

1,200 1,199 1 1,200 99.92% 0.08% 1091.454574 1.099450

1,200 1,199 2 1,201 99.83% 0.17% 546.183133 2.198896

1,200 1,198 3 1,201 99.75% 0.25% 364.122806 3.298338

⋯
⋯

1,200 66 1,553 1,619 4.08% 95.92% 1.000783 1,617.732995

1,200 66 1,554 1,620 4.07% 95.93% 1.000791 1,618.719910

1,200 65 1,555 1,620 4.01% 95.99% 1.000991 1,618.396894

⋯
⋯

1,200 2 1,641 1,643 0.12% 99.88% 2.671694 614.965740

1,200 1 1,642 1,643 0.06% 99.94% 4.432180 370.697917

1,200 1 1,643 1,644 0.06% 99.94% 4.434324 370.744252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由表 3可知，進行手機調查加上唯住宅電話族的雙底冊電話調查時，若要維持調查成

本與先前完成 1,200案的住宅電話調查一樣，那麼讓有效樣本規模最大的樣本配置方式便

是在預定完訪 1,620案的非重疊雙底冊電話調查中，配置 4.07%的唯住宅電話族樣本 (nL = 

66)以及 95.93%的手機樣本 (nC = 1,554)。

（三）手機加住宅電話

基於相同的道理，重疊雙底冊電話調查也能在成本與完成 1,200案住宅電話調查時一

致的情況下，找出估計精確性最佳的手機與電話樣本配置。首先，需根據電話使用習慣母

體分配的估計結果，計算出不同樣本配置下對應的唯手機族、手機與住宅電話皆用族以及

唯住宅電話族的樣本數各是多少。本章第二節運用本地調查資料估計台灣民眾電話使用習

慣的分布時提到 pCPO、pLPO分別是手機、住宅電話底冊中，唯手機族、唯住宅電話族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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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百分比，並分別用手機、住宅電話調查完訪樣本中唯手機族、唯住宅電話族的百分比估

計之。因此理論上不同樣本配置下對應的唯手機族樣本數應為：

⇒ ⋯(6)

同理，唯住宅電話族的樣本數應為：

⇒ ⋯(7)

順此，總樣本數扣掉上開兩種樣本即為手機與住宅電話皆用族樣本數：

⋯(8)

其次，將式 (5)中所有 nL與 nC的正整數解帶入式 (6)、式 (7)與式 (8)求出 nCPO、nD、

nLLO後，再將 nCPO、nD、nLLO代入式 (4)得出不同的權數效應。最後，把權數效應帶入式

(1)，便可得到所有組合解下的權數效應與有效樣本規模如下表 4。

表 4　所有組合解下的有效樣本規模（手機加住宅電話）
Ctotal nL nC n Landline % Cellphone % 權數效應 有效樣本規模

1,200 1,199 2 1,201 99.83% 0.17% 124.9845511 9.609188

1,200 1,198 3 1,201 99.75% 0.25% 124.9845511 9.609188

1,200 1,197 4 1,201 99.67% 0.33% 124.9845511 9.609188

⋯
⋯

1,200 315 1,212 1,527 20.63% 79.37% 1.0918640 1,398.525859

1,200 315 1,213 1,528 20.62% 79.38% 1.0916342 1,399.736238

1,200 314 1,214 1,528 20.55% 79.45% 1.0982171 1,391.346091

⋯
⋯

1,200 9 1,631 1,640 0.55% 99.45% 4.4257588 370.557924

1,200 9 1,632 1,641 0.55% 99.45% 4.4279048 370.604176

1,200 8 1,633 1,641 0.49% 99.51% 4.4279048 370.604176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由表 4可知，如果希望手機加住宅電話的重疊雙底冊調查之成本能與完成 1,200案的

住宅電話調查相同，那麼得以最大化有效樣本規模的樣本組合，即是在設定完訪 1,528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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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疊雙底冊電話調查中，配置 20.62%的住宅電話樣本 (nL = 315)以及 79.38%的手機樣

本 (nC = 1213)。

肆、樣本配置的通式化

前章已根據台灣民眾電話使用習慣的估計結果以及手機與住宅電話調查的單位完訪成

本比，實際演繹了調查成本固定的情況下，如何配置不同雙底冊調查設計的樣本。不過這

樣的配置方式其實並非建立在特定電話使用習慣分配或手機相對於住宅電話調查的成本比

之上。事實上，若將調查成本限制式移項重新整理後帶入權數效應的計算式，有效樣本規

模的最大化就成了一個對一元多次方程式求解的問題，而當有效樣本規模最大下所配置的

樣本數，可以寫成調查成本以及電話使用習慣的函數時，需執行雙底冊電話調查的研究者

可以更直觀地使用樣本配置通式化的結果。

不過，在重疊雙底冊調查設計下，調查成本限制式與權數效應計算式將統整成一元四

次方程式，而求解得出的函數樣貌十分龐大複雜，對執行雙底冊電話調查者來說並不實

用。再加上現有民意調查實務上所採行的雙底冊電話調查模式多半為住宅電話加上唯手機

族， 2 故下述將透過公式推導，將 nCPO寫成 Ctotal、cCPO、cL、PCPO、PL的函數，以利不同研

究者規劃這類的雙底冊電話調查時，可依據其面臨的調查情境，代入相關參數後得到有效

樣本規模最大化下的樣本配置。

首先，根據調查預算限制式可將住宅電話調查的樣本數寫成如下：

其次， ，如前所述在配置樣本階段僅能以權數效應來評估設計

效果，所以：

令 ，當 U最小時也就是有效樣本規模最大時。

再者，將 代入 U，求 U的一階導函數，結果如下（詳細的推導過
2 例如聯合報總統大選民調便採用這樣的設計，可參閱：林修全，2018，〈總統大選民調／藍營朱
立倫最強 綠營賴贏過蔡〉，聯合新聞網，12月 27日，https://udn.com/news/story/6656/3560197，
檢索日期：2019年 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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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請參閱附錄二）：

最後，在令一階導函數為零的情況下解出使得 U最小的 nCPO，結果如下（詳細的推

導過程請參閱附錄二）：

至此，只要在 Ctotal、cCPO、cL、PCPO、PL已知的情況下，便可藉由上式得知使有效樣

本規模最大化的 nCPO。再將 nCPO帶入調查成本限制式，則可得 nL。表 5即是在不同參數

下所得到的雙底冊電話調查樣本配置結果。

杄表 5　不同參數下雙底冊電話調查（住宅電話 +唯手機族）的樣本配置結果
Ctotal cCPO cL PCPO PL n nCPO nL

1,068 2 1 10% 90% 995 73 922

1,068 2 1 20% 80% 929 139 790

1,068 2 1 30% 70% 866 202 664

1,200 2 1 10% 90% 1,119 81 1,038

1,200 2 1 20% 80% 1,043 157 886

1,200 2 1 30% 70% 974 226 748

1,068 3 1 10% 90% 954 57 897

1,068 3 1 20% 80% 852 108 744

1,068 3 1 30% 70% 764 152 612

1,200 3 1 10% 90% 1,070 65 1,005

1,200 3 1 20% 80% 958 121 837

1,200 3 1 30% 70% 860 170 690

1,068 4 1 10% 90% 921 49 872

1,068 4 1 20% 80% 801 89 712

1,068 4 1 30% 70% 699 123 576

1,200 4 1 10% 90% 1,035 55 980

1,200 4 1 20% 80% 900 100 800

1,200 4 1 30% 70% 786 138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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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otal cCPO cL PCPO PL n nCPO nL

1,068 5 1 10% 90% 896 43 853

1,068 5 1 20% 80% 760 77 683

1,068 5 1 30% 70% 648 105 543

1,200 5 1 10% 90% 1,008 48 960

1,200 5 1 20% 80% 856 86 770

1,200 5 1 30% 70% 732 117 61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當然，調查成本若改為 1,000、1,500；電話使用習慣的母體分配變成：唯手機族：

40%、手機與住宅電話皆用族：55%、唯住宅電話族：5%；又或者手機與住宅電話調查成

本比改成 1.5、2.5等數字，表 5中使得有效樣本規模最大化所相對應的樣本配置結果也都

會跟著變動。

伍、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初始便提到通訊科技的進展改變了人們使用電話的習慣，越來越多人只依賴手

機與她／他人聯繫，這樣的趨勢導致依靠住宅電話進行的問卷調查面臨涵蓋率不足的問

題，因此手機調查乃至於雙底冊電話調查便成了彌補住宅電話無法接觸到唯手機族的解決

方案。

是以，本研究先檢視雙底冊電話調查的可能配置方式，並基於在調查設計的階段，僅

能透過權數效應評估設計效果的限制，認為在有調查成本限制式下，找出令有效樣本規模

最大化的樣本配置，應是同時顧及調查成本以及估計精確性的最佳方式。接著本研究透過

本地的經驗資料實際演練在三種不同的雙底冊電話調查設計下，如何找出手機與住宅電話

的最適配置。

當然，本研究不能就此宣稱本文推演的配置結果可以放諸四海皆準，主因是在有調查

成本限制式下讓估計精確性最佳化的雙底冊電話調查樣本配置方式，乃是基於台灣民眾電

話使用習慣的母體分配以及手機與住宅電話調查的成本比已知的前提下。關於前者，電話

使用習慣可能隨時間而改變，再加上母體定義（例如：受訪對象是 18歲以上或 20歲以

上）與調查模式（例如：電話訪問或面對面訪問）不同所得到的估計結果可能相異。至於

後者，調查成本的計算方式可能因調查執行單位而異。因此，本研究將住宅電話加唯手機

族這類本地較常見的雙底冊電話調查設計之樣本配置方法通式化，讓調查規畫者可在不同

的電話使用習慣分配以及調查成本下進行樣本配置。



成本考量下雙底冊電話調查的樣本配置　47

總結來說，成本考量下的雙底冊電話調查樣本配置主要依賴兩項數據：(1)電話使用

習慣的母體分配；(2)手機相對於住宅電話的單位完訪成本比。為獲得前述兩項訊息，本

研究對未來的調查研究的建議有二。首先，應有更多的調查執行單位評估手機與住宅電話

的調查成本差異，盡可能累積更多的經驗證據，讓手機相對於住宅電話之單位完訪成本

比的相關資訊更加透明；其次，台灣幾乎每年均有以本地成年人為母體、完成訪問目標在

2,000案以上的大型面對面訪問， 3 應可考慮在這些調查中固定詢問本國民眾電話使用習慣

為何，除了彼此參照之外，亦可與電訪結果相互比對，以對本地電話使用習慣的分配有更

確定的估計。簡言之，上開兩項數據越準確，調查成本限制式下尋求有效樣本規模最大化

的雙底冊電話調查樣本配置結果將越接近真實樣貌。

* * *

投稿日期：107.07.16；修改日期：107.09.20；接受日期：108.03.18

3 例如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SCS)、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 (Taiwan Communication Survey, 
T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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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不同雙底冊電話調查設計下的權數效應

一、住宅電話樣本加唯手機族

（在住宅電話加唯手機族的雙底冊電話調查中，PCPO + PL = 1，故得下式）

（根據估計結果：PCPO = 32.20%，故 PL = 1 - PCPO = 67.80%，帶入後得下式）

二、手機樣本加唯住宅電話族

（在手機加唯住宅電話族的雙底冊電話調查中，PLLO + PC = 1，故得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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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估計結果：PLLO = 4.63%，故 PC = 1 - PLLO = 95.37%，帶入後得下式）

三、手機加住宅電話

（在手機加住宅電話的雙底冊電話調查中，PCPO + PD + PLLO = 1，故得下式）

（根據估計結果：PCPO = 32.20%、PD = 63.17%、PLLO = 4.63%，帶入後得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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杄附錄二　唯手機族樣本數函數的推導過程

一、一階導函數的推導過程

二、唯手機族樣本數求解的推導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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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cation of Dual-Frame Telephone Survey for 
Given Cost

Hung-chia Chen*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cell phone usage in recent years, traditional 

landline surveys face a problem of incomplete coverage. It is now necessary 

to conduct dual-frame telephone surveys that includes cell phone samples 

and landline samples. Designing a dual-frame telephone survey requires 

a decision on the sample allocation. The allocation of the sample to the 

dual-frame associates with the unequal weighting effect and the survey 

cost.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ed to illustrate an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pondents from landline and cellphone frames that result in the lowest 

unequal weight effect (i.e., the highest effective sample size) for a given cost 

by using the relative unit cost of obtaining a cell respondent compared to a 

landline respondent from a comparison study of survey cost, and an unequal 

weighting effect from “Public Value and Electronic Governance.”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optimal design will have 64.18% of the sample completes 

from the landline frame, and 35.82% of the sample completes from the 

cellphone frame in a cell-phone-only screened design.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sample sizes of cell phone only could be a function of 

unequal weight effect and survey cost. Thus, the organizer of the cell-phone-

only screened design could substitute parameters into the function depending 

* Postdoctoral Fellow, Center Survey Research,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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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ifferent situations.

Keywords:  cellphone survey, effective sample size, survey cost, dual-frame 

telephone survey, unequal weighting effect


